
第 23 卷第 2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3 No.2 
2017 年 3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Mar. 2017 

 

 

论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中传播媒介的意义 
 

孙易君，孟庆雷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18；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通过对印刷术、城市剧院等新式传播媒介的考察，格林布拉特论述了历史人物在接受与使用新媒介的过程

中形成了新的文化个性，这些文化个性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变革。因而，格林布拉特对媒介的理解突破了传

统媒介研究的局限性，使媒介成为历史建构中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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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念中，历史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文学既

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对历史的艺术化反映，

因而文学研究要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情境，包括作者

意图、作品意义、历史价值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

究方法，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打破了传统文

学研究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固有认识，历史不再是真

实的客观存在，它与文学一样都只是文本，文学与历

史之间不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不同文本之

间的互文性关系。当历史不再是事先设定的真实时，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进行重新建构。在这一

过程中，传播媒介作为客观实在对阐释文学的历史变

化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因而受到格林布拉特的高度

重视。在具体解读莎士比亚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作品时，格林布拉特充分考虑到传播媒介对历史进程

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使我们重新

认识到传播媒介在形成特定历史文化精神时所起的作

用，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传播媒介在社会思潮变革

中的价值。 

 

一、印刷术：新教瓦解天主教垄断 
地位的关键因素 

 

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的文学及文化现象。作为工业文明的前奏，文艺复兴

时期发生了大量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如何评估

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一直是后世学者的研究重心。格

林布拉特采取动态的阐释方式，将历史、文学、宗教、

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汇聚到一起，描绘出一幅

从上层贵族到下层民众的全景式文化图像。文艺复兴

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兴盛时代，同时也是科学技术的大

繁荣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

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与知识观，进而促成了文学艺术

的发展。文艺复兴期间的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些新技

术不仅革新了人们的认识范式，还直接应用于社会生

活中，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新的文化思想的形成。

传播媒介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的传播媒介在直

接参与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

且推动了新人文精神的诞生。对于这种因新媒介应用

而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变化，格林布拉特给予了重要的

关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中，他针

对印刷术这一新传播媒介的出现与新教崛起的关系进

行了历史考察，从而使其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更坚实的

客观性。 

众所周知，谷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在西方文化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之后教会对知识的垄断

再也无法维系下去。马克思认为：“印刷术则变成新教

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

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427)马克思的

这一论断显示了印刷术的巨大推动力。当印刷术作为

一种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新技术诞生之后，它就不仅

仅是以技术形态存在，事实上它已经转化为新的传播

媒介并成为知识扩散的推动器，同时也成为新思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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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催化剂。对于这一过程马克思只是做了宏观上的

论述，而格林布拉特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不

仅看到印刷媒介对天主教知识垄断模式的打破，还对

个体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树立自我形象进行了   

阐释。 

新教的崛起是英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

改变了基督教会的组织模式，也改变了英国的社会文

化形态。对于这一文化事件，众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

的理论探索与思考，格林布拉特的研究则充分体现了

他对传播媒介的关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一书的第二章中，他专门以“机械复制时代的‘上帝’”

为标题，系统地分析了随着谷登堡印刷术的推广，新

教如何打破天主教对知识的垄断，进而使对上帝的虔

诚由天主教繁琐的宗教仪式简化为个体的内在信念。

格林布拉特认为，英格兰新教的兴起与廷代尔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正是他对《圣经》白话文本的翻译，使

得普通公众都可以直接领悟上帝的话语。谷登堡活字

印刷术的发明则使廷代尔的白话文译本得以大规模传

播，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宗教改革运动。活字印刷术扩

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并加快了传播的速度，使文化知

识从教会、贵族们的沙龙向普通市民阶层渗透。当普

通市民获得读书识字的受教育权之后，教会对知识的

封锁就无法继续。知识传播是民众获得启蒙的基础，

只有当民众获得足够的文化知识之后，启蒙才得以大

规模开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 

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2](22)天主教垄断下的

教育现状显示民众无法做到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智。

由于无法接受教育，天主教统治之下的大多数民众都

处于文盲状态，他们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上帝的神威之

下。新式印刷术的出现加快了文化知识的普及速度，

阅读材料的丰富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也改变

了民众的愚昧迷信状态，将他们从对天主教的盲从中

解脱出来并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格林布拉特在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时并没有以讨论

印刷术的价值为开端，而是从当时新教徒的个体感受

入手。这样做的意图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为细致的

论证细节，而是突出印刷术这一传播媒介对个体自我

意识重塑的重要作用。这种重塑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全

国范围内的文化革新，它涉及到的不是少数个体而是

无数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作为一名普通律师，詹姆

斯•班罕(James Bainham)由于恐惧而发誓放弃自己的

新教信仰，却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正是英译本《新

约》与《一个基督徒的服从》这样的作品使其直面内

心的上帝，最终战胜恐惧而毅然走向火刑架。[3](74)班

罕的选择无疑属于个体行为，这一行为背后的推动力

是谷登堡活字印刷术。正是新印刷媒介的出现使普通

民众可以接触到《圣经》文本，从而使教会无法再垄

断对《圣经》的解释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

式来理解上帝，教会作为神圣天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

中介地位被取消。当个体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来决定

信仰方式时，天主教对个体的束缚已经被解除了。不

仅如此，知识理性的增长使个体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进

行自我选择与判断，使个体真正做到重塑自我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上活跃的马洛、莎士比亚等著

名文学家即是这一思想变革的后续及延伸。 

格林布拉特在比较谷登堡印刷术诞生前后的新教

传播状况后指出，随着新印刷媒介的推广，天主教封

锁知识传播的命令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

上，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自中世纪以来，天主

教不但对各种异教徒进行无情镇压，对于异端思想也

进行禁毁封锁。禁书是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古希腊先

贤在内的众多思想家的作品都曾被束之高阁。谷登堡

印刷术粉碎了禁书这一知识传播枷锁。在新印刷术普

及之前为了防止异端思想的传播，托马斯·莫尔可以

顺利地将廷代尔《新约》的手抄本集中起来加以销毁，

然而在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这种销毁方式已经变得

毫无意义，因为焚书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印书的速

度。相对于手抄书的费时费力，机械印刷使书籍的印

刷速度空前提升起来，成几何级数出现的海量文本使

禁书措施再也无法取得从前的效果。“天主教当局反 

对用英文翻译《圣经》，并竭力做到不印刷一本英文《圣

经》，然而他们却大大地提高了廷代尔作品的影响力。

只有那些从小到大认为《圣经》是拉丁文作品的人，

才能从书页中充分体验到上帝用英语对他们说话时其

声音所带来的震撼。这种震撼和迫害所造成的影响似

乎必然压倒一切，几乎让人无法抗拒。在没有任何重

要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英格兰的新教短期内能够靠上

帝语言的力量生存并传播。这种震撼和迫害所造成的

影响的确是原因之一。”[3](96−97)天主教会通过一系列繁

琐的礼仪程序来控制信众的生活，随着教会的权力腐

败加重，这一套机制越发显得臃肿不堪；新教则将信

仰基础建立在个体内心深处对上帝的良知上，从而绕

过教会的权力控制而直面上帝，于是宗教信仰由外在

的礼仪制度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认同。这种新式信仰所

迸发出来的能量远非外在控制所能比拟，班罕这样的

普通信徒在当时绝不是个例，而是众多新教信徒的  

缩影。 

新教信仰否定了天主教会的权威，然而这种信仰

要转化为广大民众的信念必须借助于传播媒介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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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廷代尔对《圣经》的白话文翻译是其中的第一步。

面对知识水平并不高的广大受众群体，只有打破拉丁

文对《圣经》的垄断才有可能使他们直接阅读《圣经》

文本。白话文译文提供了《圣经》的传播源，谷登堡

印刷术的出现则进一步拓宽了传播渠道。印刷品的大

批量生产使教会的禁书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面对汹涌

而来的海量白话文印刷品《圣经》，教会再也无法控制

新教思想的传播了。只有借助于印刷术的威力才能使

偏僻乡村的农民都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圣经》；只有

借助于印刷术的威力才能彻底打破教会对知识、信仰、

权力三位一体式的垄断；也只有借助于印刷术的威力

才能使上帝的语言产生出巨大的力量并彻底改变人们

的信仰方式。 

不难看出，格林布拉特在论述新传播媒介的作用

时，其着眼点在新媒介改变知识传播形态与推动新思

想意识形成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的变化

也就意味着历史进程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思想意识

形态的重塑。通过对从白话文《圣经》翻译到印刷品

《圣经》传播的分析，格林布拉特将历史阐释与传播

媒介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历史阐释的传播维度。 

 

二、从巡演到剧场：戏剧传播路径 
变迁与世俗精神的生成 

 

如果说新教改变了英国人的信仰方式，在每一位

普通民众的内心都建立起一座信仰的教堂，从而打破

了天主教在信仰领域的垄断，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戏

剧则直接关联着世俗世界的新变化。格林布拉特详细

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发展历史，在《文艺复兴

时期的自我塑造》中他分析了马洛与莎士比亚的艺术

个性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在他看来，马洛是文艺

复兴时期最具自我意识的作家，莎士比亚则开始将戏

剧表演与世俗权力结合起来，并在对世俗权力的表面

恭顺与内在反讽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格林布拉

特的这一考察思路及理论观点，在二十多年后的新作

《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中得到了更细致的阐

发。在该书中他充分考虑到当时戏剧传播的基本现状，

并将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联系起来。 

格林布拉特从真实的历史细节出发，探讨了莎士

比亚时代戏剧传播的历史性变革，并从这些变革中看

到近代世俗思想的形成。作为一部传记，《俗世威尔—

—莎士比亚新传》描绘了莎士比亚从童年到去世的全

过程，这段时期恰恰是英国戏剧从乡间巡回演出到固

定剧场演出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剧场这一现代娱乐

方式的发韧时期。在莎士比亚的童年时期，他所生活

的斯特拉福镇会有剧团去巡回演出，他的父亲作为镇

长曾在 1569 年下令付费给两个专业剧团——女王剧

团和沃瑟斯特伯爵剧团。这种形式的演出事实上更像

民间江湖艺人的走街串巷，“他们总是弄得喇叭齐鸣，

鼓声大作。演员们则身着奇装异服，披着猩红色的大

麾，深红色的天鹅绒帽子，虚张声势地在大街上招摇

而过。他们先进到镇长的住所门前，呈上用蜡制印章

盖了印鉴的推荐信，表明他们不是什么江湖浪人，而

得到大人物保护的”[4](6)。这种欲盖弥彰的强调给人此

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恰恰说明他们的身份正是所谓

的江湖浪人。他们演出的内容是适应乡村民众需求的

教化剧，“道德剧说教味极为浓厚，而且通常写得十分

拙劣，看起来有点古朴——对它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概

述都让人生厌——但它们确实风行过很长时间，一直

到莎士比亚的青年时期都还流行”[4](9)。陈腐拙劣的道

德说教剧流行于乡村各地，显示出这是中世纪风格的

余韵。尽管在城市中新文艺或许已经初露曙光，然而

在整个乡村社会中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文化精神。 

乡村巡演的戏剧传播模式对世俗社会没有多少冲

击力，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传统道德的自然展示。无论

是表演形式还是表演内容，乡村巡演的剧作都缺乏个

体自我意识，它们只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机械表演。

巡演对于村民来说是对单调乡村生活的一种娱乐性调

剂，观众大多采取猎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表演并将其

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这种状态在莎士比亚长大成年并涉足戏剧领

域时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或许乡村仍然上演各色道

德剧目，但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戏剧传播方式已经

在迅速变化。“16 世纪 80 年代晚期到达伦敦的莎士比

亚很可能受雇于剧团，他进入了一个相对新鲜的活动

领域，这不是指该领域还未形成基本轮廓，而是说它

仍然在变动，在不断发展。”[4](132)城市人口的迅速膨

胀使娱乐业开始兴盛起来，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已经

初步具有剧团发展的商业空间。一方面剧团可能仍然

需要在淡季四处巡演维持生计，但巡演已经不再是主

要的经营方式，而是补充性活动。“虽然仍需不时上路，

但他们职业生活中心已不再是装了戏服和道具的马

车、四处求索演出场地和不安地与当地政府协    

商。” [4](132)另一面，尽管伦敦的露天剧场可以容纳    

2 000 多人，“但即便是最成功的剧团，想要转而过上

更稳定的、以伦敦为中心的生活也并非易事”[4](132)。

莎士比亚创作戏剧的初期正是戏剧从乡间巡演向城市

剧场过渡的关键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让剧团看到盈

利的希望，但是想要完全站稳脚跟却绝非易事，甚至

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以乡间巡演作为辅助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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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不断增长的娱乐要求与相对艰难的生存处

境要求剧团必须不断更新剧目以吸引观众。格林布拉

特认为，“每个剧团每年大约要上演 20 个新剧目，还

有近 20 个前几季的保留剧目。”[4](132)这样一来，乡间

巡演时所表演的拙劣道德剧自然无法再生存下去，带

有乞讨性质的乡间巡演并不需要观众付费，而是以公

共娱乐的方式由镇政府支付。在城市露天剧场中观众

是付费观剧，因而剧目必须适应观众的审美趣味与娱

乐要求。最先抓住这一契机的是以马洛为代表的大学

才子派。在马洛的代表作《贴木尔》中，“最高的善—

—‘那完美的福佑和唯一的幸福’——不是向上帝默

祷，而是获取皇冠。血统贵贱、上天赋予的合法权威、

需要服从的天赋义务和道德束缚都荡然无存。相反，

剧中有的是不断的暴力冲突，它只能靠掌握(或梦想掌

握)至高权力才能完全平息”[4](134)。道德说教与封建等

级制度以及宗教信仰都被马洛抛到九霄云外，只有俗

世的至尊权力才是最高的幸福与善。摒弃中世纪的各

种陈规陋习，将个体对权力的欲望在舞台上赤裸裸地

展示出来，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精神的强劲体现。

这种个性强烈的剧作在乡间巡演的戏剧传播模式中是

不可能被观众接受的，只有在城市剧场中，马洛对权

力的诉求才能激发起观众的热情。尽管进入剧场的观

众身份各异，从最上层的贵族到最下级的普通劳工都

有可能，但是在剧场里他们都是作为市民社会中的一

员出现，有关权力欲望的表达能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

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世俗气息，这正是市民社会的

重要特征。城市人口的膨胀促进了剧团的发展，剧场

中新式剧目的上演又加速了城市中市民精神的生成，

二者形成互动关系共同推动了新的时代精神的形成。 

马洛无疑洞悉了这一时代精神变化的关键，他以

饱满的热情歌颂俗世权力并创造出极具冲击力的戏剧

语言。“马洛的戏剧摒弃了许多教条内容，它们在戏剧

中曾重复出现，能够给世人慰藉。他的戏剧蔑视并颠

覆了许多文化事件，这些事件在形而上学与伦理方面

具有必然性。我们这些生活在尼采和福楼拜之后的人

们很难理解马洛当初是如何的强悍与不顾一切的无

畏：文学的教化目的似乎如同谎言，虚构作品仅仅是

为了创造而不是服务于上帝或国家，他创造了在空虚

中回响的诗行，因为只有空虚，这些回响显得分外有    

力。”[3](220−221)以马洛为代表的大学才子派以近乎疯狂

的方式拥抱俗世的物质欲望，他们豪无顾忌地将一切

传统价值都践踏在脚下，这使他们在个人道德品质方

面个个声名狼藉。然而他们能在当时迅速成为城市娱

乐界的核心人物，除了时代所提供的发展契机之外，

剧场这一关键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在剧场表演而

不是在乡村巡演的方式中，马洛们才有可能成为世俗

社会的核心角色，也只有在城市剧场中他们所创造的

新式世俗文化精神才能迅速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并影响

到整个时代精神的形成。 

大学才子派们在戏剧领域享誉一时，他们肆无忌

惮地践踏传统道德原则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生活的极端

形式。马洛、格林们毫无廉耻的私人生活既不能被世

俗生活所容忍，也不能代表世俗生活的全部。在这种

情况下，莎士比亚的戏剧就代表了世俗精神的另一 

面。如果说马洛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展现了世俗

世界的狂欢精神，莎士比亚则是以一种相对谨慎的方

式展现了世俗生活的理性欲求。作为世俗世界的重要

内容，权力、欲望、金钱、爱情，在莎士比亚的戏剧

中都有显明的体现。“马洛的主人公残酷无情，或者正

因为残酷无情，他像神一样支配世界，为所欲为……

相反，莎士比亚的小帖木儿们虽贵为皇后、公爵，却

如同思想错乱的小镇罪犯：虽然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

的可怕事情来，却和庄严、伟大不沾边。”[4](139)帖木

儿的强悍与马洛无所顾忌的内心是一致的。莎士比亚

作品中疑虑重重的麦克白、哈姆雷特、李尔王们虽然

是权力中心的人物，却与世俗社会中普通人的内心相

吻合，当然也与谨慎的莎士比亚本人相吻合。这一类

野心勃勃却又瞻前顾后深受欲望诱惑却又患得患失的

形象，恰恰是现实中俗人的精神写照。因而，相对于

马洛作品中铁血英雄式的主人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

人物更接近市民社会的大众层面。 

我们必须看到，戏剧精神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密切

关系和城市剧场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自从伯比奇和

布莱恩建立起“大剧场”并施行新的票房管理制度后，

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变得纯粹起来，新的票房制度迅速

风靡全城。“观众看表演前，必须先在门口交费。演员

在剧末只请求掌声或邀请观众再次光临。因此票房—

—原指上锁的现金箱——就诞生了。这种革新——显

著改变了演艺人员与观众的关系——肯定立即获得了

商业成功，因为附近很快建了另一座剧场，比如‘帷

幕’剧场，不久又建立了其他剧场。花一个便士就能

进院，在人群中站上 2~3 小时，可以左顾右盼，买苹

果、橘子、坚果还有瓶装啤酒，或是尽可能地挤到舞

台边缘去；多交一个便士就可免去雨淋(有时是酷热)

之苦，在剧场四周带遮蓬的回廊里得到一席之地；花

三便士就能获得低层回廊上‘绅士间’里的加垫座位，

据当时的戏迷说，这是‘最舒适的位置’，‘坐在那里

不仅能看清一切，还能得到别人的注意。’”[4](129)剧场

面向全部公众开放，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找到

自己能够承受的票价。演员可以从票房收入中获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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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但不再需要与观众直接联系，这样可以使演员集

中精力进行表演。同样，观众也无须再额外支付小费，

他们在交完票费之后就可以安心欣赏演出。 

这样一来，剧场在事实上就成为城市的文化中 

心，各种世俗思想在剧场中形成交汇点，而舞台上的

戏剧则适时地表现这些新时代精神。由此，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从乡间巡演到城市剧场转变的过程中，戏

剧传播路径变化对社会思想变化的影响，也能感受到

当时戏剧发展的蓬勃生命力。 

 

三、传播中的个体自我与 
历史文化氛围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历史不是由历史事实排列成

的线性事件序列，也不是被某种理念所规范好的层级

递进规律。无论是史实性叙述还是逻辑性概括都不是

历史的本然面目，历史是大量不同文本组成的多侧面

互指性表述。在文学文本中也包含了大量历史真实。

当历史被视为不同主体共建的意义空间时，传播媒介

就成为诠释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传播本身是一种动

态描述，是指不同主体在媒介的作用下完成信息的交

流与沟通。然而，格林布拉特并不是为了研究传播媒

介的属性而展开历史研究，他关注媒介的原因在于这

些媒介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我的形成以及当时历史

文化氛围的生成具有重要价值。 

媒介学家麦克卢汉与格林布拉特都曾经分析过莎

士比亚的《李尔王》，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旨趣

的不同。在麦克卢汉看来，伴随印刷术的推广，社会

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专业化则加强了层级委任

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剥离了个体的自我机能。“印刷 

术在创立全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

陌生。但是，全新知识形式的专业化趋势的一个自然

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权力都具有强烈的中央集权的特

征。……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道路和商业的新发展，而结果是当权者习惯于权

力委托，以及独立区域和个人的众多机能的专业化。

在《李尔王》，以及在许多戏剧中，莎士比亚表现出全

然的洞察力。他发现：为了提高速度和准确率，提高

权力，其结果便是剥离个人和社会的特征和机    

能。”[5](74)权力委托是现代层级行政制度的原始雏形，

这种委托因为包含了专业化在里面，所以有可能继续

向合理化、逻辑化方向发展。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

的人去做，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专业分割与层级

布控。然而专业化在提高速度和效率的同时也使个体

和社会向机械化方向发展，越来越严密的权力分配使

得个体只能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发展，而社会

也被专业化分割成细小的零部件组合结构。在麦克卢

汉看来，考狄利亚之所以败给她的两个姐姐，正因为

她是从内心而不是“专业”来表达自己的孝心。“‘我

深信我的爱心比我的口才更富有。’她这充满理性的话

语在她姐姐们的专业性面前不堪一击。她缺乏固定的

视角，使她无法滔滔不绝地说出溢美之词。她的姐姐

们能够随机应变，由感官和动机的分裂而变得圆滑，

精于计算。”[5](76)这是对专业化弊病的形象表述：个体

自我的真实内心与理性被置之不顾，感官的各种机能

被分裂成独立的领域，最终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利己

主义者取代了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自我。 

格林布拉特也强调印刷术对社会思潮的推动作

用，在他看来，新教的兴起就是印刷术的直接结果。

然而在解读《李尔王》时，他却没有过分夸大媒介的

作用，无论是印刷术带来的思想变化还是城市剧场演

出带来的戏剧精神的变迁都隐于历史深处，成为历史

氛围的一部分。格林布拉特关注的是《李尔王》中所

传达出来的莎士比亚的个人心境与当时的文化个性。

“莎士比亚的世界反复申明，权威自然属于长者。受

到威胁的不单是社会的便利运转(老年人的方便，以及

对所有希望活动的老年之人的方便)，更有世界的道德

结构和万物本初的神圣秩序。但同时，他们紧张地宣

告，事物的这种秩序是不稳定的，长者的权威在年轻

人蓬勃的野心面前脆弱得可怜。一旦父亲把财产传给

儿女，一旦他不能发号施令，他的权威也将粉碎。他

甚至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家中，也成了一个所谓的寄居

客。”[4](262)家长的权威是与神圣秩序一体的，在传统

社会中家长的权威不容动摇。然而在莎士比亚所生活

的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家长权威已经成为随时都可能

陷落的堡垒，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将传统封建秩序冲

散，长者已经不再享有从前的权力。从整体社会氛围

来看，天主教的权力衰落已经预示着传统价值观念开

始坍塌，在世俗文化的连番冲击之下，家长权威作为

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不可避免地没落。 

这种将传播媒介视作历史氛围中的特殊元素，在

历史情境中解读特定对象文化个性的阐释方式贯穿了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

塑造》中，格林布拉特所关注的重心始终是研究对象

的文化个性如何生成这一问题，无论是莫尔、廷代尔

还是怀特、斯宾塞抑或是马洛、莎士比亚，他们所蕴

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在各种文化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中生成的。格林布拉特将这些文化信息加以分解组 

合，最终完成了对上述人物的文化塑造。格林布拉特

在解读廷代尔时充分肯定了印刷媒介的价值，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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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刷媒介的分析最终仍然指向廷代尔的文化个性。

“对于廷代尔来说，由于将某些狂热的作法排除在外，

摩西律法构成了这项誓约的核心内容，《新约》能够使

人履行这项誓约。这种契约对上帝和人具有同等的约

束力量；廷代尔在成书于 1534 年的《摩西五经》序言

中写道：‘圣经里所有的诺言都包含一个誓约：即只要

你们努力遵守上帝制定的规则，他会对你们赐予恩   

惠。’”[3](111)廷代尔的文化个性正如这段文字所揭示的

那样，他是新教生活的典范性样板，一丝不苟地履行

着与上帝的契约，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他就是摩西在文

艺复兴时期的再现。在分析托马斯·莫尔时，格林布

拉特集中展现了莫尔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截然不

同的表现，特别强调其内心深处的分裂与不安。莫尔

复杂的文化个性与新印刷媒介的出现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将其与廷代尔放在一起，共同置身于印刷媒介的

冲击下，才能更完满地凸显出莫尔的文化个性。在家

人及公众面前彬彬有礼的莫尔，与宗教迫害及宗教论

争中残酷与粗俗的莫尔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莫

尔。印刷传媒的出现将莫尔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保守

绅士，转变成宗教迫害中的疯狂施虐者。如果没有新

印刷术的出现，或许莫尔还会坚持保守的宗教立场，

但未必会像历史上那样不计一切代价地迫切新教人

士，并且用恶毒的词语诅咒新教。从这个意义上讲，

越是细致地展现出廷代尔与莫尔的文化个性，我们才

能越清晰地感受到新传播媒介的价值，正是谷登堡印

刷术不断普及的滚滚潮流，塑造了廷代尔与莫尔各自

独特的文化特征。 

格林布拉特在《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中

分析马洛与莎士比亚时仍然沿用了这一思路。城市剧

场的诞生与发展生成了马洛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使

这两位戏剧家成为伦敦市民社会中的早期娱乐传奇。

然而，单凭城市剧场这一点，却无法完全解释野心勃

勃的马洛与中庸谨慎的莎士比亚之间的性格差异。格

林布拉特在分析两人文化个性差异时，充分考虑到莎

士比亚和马洛不同的文化背景。尽管马洛与其他大学

才子派成员的道德品质都相当卑劣，然而他们的知识

与才智却卓绝群伦，剑桥大学的学历也足以让马洛等

人引以为傲。他们是近代教育的最初成果，也是打破

旧有文化秩序的先锋。作为一名鞋匠的儿子，马洛无

法在传统社会体制中获得与其才华相匹配的社会地

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他又不可能甘于寂寞，野心勃

勃却囊中羞涩是马洛的真实境况。因而在现实生活中

马洛为了获取财富可谓不择手段，“他是个密探、双重

间谍、造伪币者和无神论者”。[3](135)只要能够攫取财

富，马洛就会毫不犹豫地参与进去，绝不考虑是否合

法或者有悖伦理道德。除此之外，马洛与其他大学才

子派成员还选择用他们卓绝的才智来游戏这个世界，

城市剧场的兴起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剧

场中，马洛可以恣意地释放他对权力的渴望，也可以

毫无保留地彰显自己的野心。可以说，城市剧场的出

现释放了马洛的内心欲望，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

戏剧野心家。莎士比亚则缺乏马洛的大学教育背景，

尽管他同样具有高超的戏剧才华，但却无法融入到大

学才子派的文化圈。大学才子派成员格林对莎士比亚

含沙射影的攻击虽然夹杂着个人恩怨，但这也恰恰说

明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异。“是啊，别信任他们：因为有

只新崛起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美化自己。”[3](150)尽管

在戏剧创作上同样大获成功，但莎士比亚却没有马洛

那种文化上的自信，他始终还是那个从乡下小镇进入

到伦敦大都市的幸运穷小子，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

使莎士比亚更容易与世俗大众妥协并成为他们思想的

代言人。由此可见，城市剧场这一传播媒介虽然重要，

但也只能作为诸多元素中的一元来完成对马洛与莎士

比亚的塑造。马洛对戏剧的绝对掌握以及对权力的狂

热崇拜渗透到他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正是当时

世俗社会中冲创力和破坏力的集中呈现；莎士比亚则

代表了相对普通与中庸的世俗社会大众，他在戏剧中

展现出来的多疑与延宕、野心与胆怯恰恰展现了新市

民社会的主流面貌。只有在充分理解他们的文化个性

之后，我们才能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讨论新传播媒介对

社会及个体的影响。 

总之，格林布拉特在历史阐释中充分注意了传播

媒介的作用，并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精神的生成

联系起来。谷登堡印刷术的出现瓦解了天主教对知识

的垄断，进而促成新教的崛起；城市剧场的出现改变

了戏剧演出的模式，使戏剧演出成为塑造市民精神的

重要力量。格林布拉特明确意识到新媒介的诞生对思

想文化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历史人物在接受与使用

新媒介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文化个性，这些极具个性

的新式知识分子又反过来加快了社会思潮的变革。在

新媒介的参与下，历史氛围与个体自我之间形成互动

关系，一起促成了新文艺思想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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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blatt, by exploring new dissemination media such as typography, theater and so on, expounds that 

historical figures formed new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ccepting and using these new mass media, and that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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